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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立足于社会规范视角，以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犆犌犛犛）数据为基础，

考察与分析区域层次的收入不平等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及其机制。结果显

示，当前中国的收入不平等会损害个人对幸福的积极体验。与高收入群体相

比，低收入群体更容易产生这种负向感知。相对剥夺和关系信任构成的社会

心理过程是影响收入不平等与个人幸福感关系的重要机制，资源供给机制未

获调查数据的支持。在此基础上，本文认为，国民幸福感的高低并非取决于

收入不平等本身，而是分配体系构建的合理性。所以，建立具有公平正义价

值导向的收入分配体系是提升中国居民幸福感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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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学术界对幸福问题的讨论由来已久。１８世纪以后，始于以边

沁为代表的功利主义学派，后经新古典经济学、边际效用学派和福利经

济学的不断改良，幸福被视为财富最大限度的积累，个人也变成追求利

益最大化的“幸福计算机”。按照这种逻辑，当社会达到物质丰富的状

态，人类就能实现幸福的目标。但社会事实并非如此。自２０世纪７０

年代以来，伴随着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贫富悬殊、环境污染、交通拥

堵、食品安全等社会问题层出不穷，这导致人们体验到更多焦虑和不安

的消极情绪。经济繁荣与心理体验的矛盾使主流经济学的幸福观受到

前所未有的挑战。例如，伊斯特林（犈犪狊狋犲狉犾犻狀，１９７４）就曾指出，“财富收

入与人类幸福之间的正向关系，并不适用于国家间的比较，以及一国不

同时期的追踪分析”。因此，研究者开始反思幸福研究的相关议题，财

富收入与人类幸福的关系也从“恒定的事实”转变为“研究的命题”。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后，幸福研究具有更加明显的“社会情景”导向。

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心态，幸福感不仅受制于个体行为，还取决于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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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次的环境结构，是反映社会发展与变迁的重要指标。在关注结构特

征影响的同时，更多学者基于集体主义方法论立场，重新审视财富收入

与人类幸福的关系。分析的焦点从讨论个人收入的增减转变为考察收

入在社会成员间的集散程度（收入不平等），致力于揭示收入不平等和

个人幸福体验的关系。１

１．虽然国外学者对主观幸福感的表述并不一致，但概念内涵均指个人对目前生活状态的满

足体验和精神愉悦。为尊重学者的原意以及保证行文的流畅，本研究所使用的幸福体验、幸

福感知与主观幸福感的词义具有相通性。

　　目前，收入不平等与个人幸福感的关系研究存在两种主要的分析

视角：社会比较和社会规范（犆犾犪狉犽犪狀犱犃犿犫狉狅狊犻狅，２０１４）。社会比较

（犛狅犮犻犪犾犆狅犿狆犪狉犻狊狅狀）视角聚焦收入不平等在个人层次的影响，指出幸

福感主要取决于参照群体的收入差距。在参照群体内部，诸多心理感

受往往是通过与他人的关系（相对位置）来确定的。当参照者的收入高

于自己，个人的幸福感就会降低；当参照者的收入低于自己，个人的幸

福感则将提高。社会规范（犛狅犮犻犪犾犖狅狉犿）视角则认为收入不平等是一

个集合层次的概念，反映特定区域社会成员间的收入分化程度。根据

达尔顿庇古的转移原理，它产生于收入从贫困群体转移到富裕群体的

过程，一般运用基尼系数来衡量。在社会规范视角下，区域不平等与个

人幸福感的关系仍存在争议，有待进一步分析与厘清。国内研究更多

立足于社会比较视角，并一致认为相对收入是影响中国居民幸福感的

重要因素（官皓，２０１０；张学志、才国伟，２０１１）。相比之下，社会规范视

角的研究仍处于发展阶段，研究重点在于勾勒区域不平等与居民幸福

感之间的关系特征（王鹏，２０１１；任海燕、傅红春，２０１１），尚未达成共识

性结论（犓狀犻犵犺狋，犲狋犪犾．，２００９；何立新、潘春阳，２０１１；鲁元平、王韬，

２０１１），较少涉及影响机制的分析。

从中国的现实看，改革开放带来了经济和社会的转型发展，使中国

的综合国力跃居世界前列，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显著提高。因此，经济

增长是促进中国居民幸福体验的重要因素（刘军强等，２０１２）。但社会

优化与社会失衡之间的张力导致人们在享受社会进步的同时，也必须

直面转型带来的代价与痛苦，其中，收入不平等日益扩大是最显著的问

题之一。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显示，１９８１—２０００年，中国的基尼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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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不断攀升，并在进入２１世纪后持续保持在０．４以上的国际警戒水

平。２可见，考察收入不平等与个人幸福感之间的关系是转型中国研究

的重要议题。

２．数据来源：世界银行官方网站（犺狋狋狆：／／狑狑狑．狑狅狉犾犱犫犪狀犽．狅狉犵）。

基于理论视角与中国情景的考量，本研究将立足于社会规范视角，

运用多层犔狅犵犻狊狋犻犮模型分析区域层次的收入不平等对居民幸福感的影

响，探讨相应的影响机制，为构建本土化的理论解释尽绵薄之力。

一、理论审视与研究假设

（一）集合层次的收入不平等对个人幸福感的影响

西方研究表明，人们感觉最幸福的地方总是出现在收入分配较为

公平和合理的区域，收入不平等与民众幸福感呈现显著的负向关系

（犛犮犺狑犪狉狕犲犪狀犱犎狉狆犳犲狉，２００７；犅犻犪狀犮狅狋狋犻犪狀犱犃犾犲狊狊犻狅，２００８；犗狊犺犻狅犪狀犱

犓狅犫犪狔犪狊犺犻，２０１０）。最早的研究可追溯到莫拉韦茨等（犕狅狉犪狑犲狋狕，犲狋

犪犾．，１９７７）的分析，他们通过比较两个居民年龄结构、教育水平、宗教信

仰、种族血缘相近的以色列社区发现，在收入分配更为平等的社区里，

居民的幸福感更加强烈。哈格蒂（犎犪犵犲狉狋狔，２０００）在分析美国社区的居

民样本后同样认为，收入分配的范围和偏差是影响民众幸福感的重要

因素，降低收入不平等将有利于增强居民对幸福的感知程度。埃伯特

和韦尔（犈犫犲狉狋犪狀犱犠犲犾狊犮犺，２００９）运用１９８１—２００４年的世界价值观调

查数据，同样验证了收入不平等对居民幸福感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并发

现这种影响效应普遍存在于不同类型的国家和不同收入的群体中。

基于收入不平等的分析层次，本研究进一步梳理文献后发现，不同

地域层次的不平等对个人幸福感的影响具有差异性。二者的负向关系

稳定存在于社区和区县层次，但在更大的区域范围内并不明确。例如，

国家层次的收入不平等对居民幸福感没有显著影响（犎犲犾犾犻狑犲犾犾，２００３；

犅犼狉狀狊犽狅狏，犲狋犪犾．，２００８）。有研究指出，这是源于测量指标的适用性问

题，在越宽泛的地理空间内，不平等的测量指标越难捕捉到个体间收入

变化的细微差别（犌狉犪犺犪犿犪狀犱犉犲犾狋狅狀，２００６），从而影响我们对收入不平

等与个人幸福感的关系估计。从理论层面来看，心理距离理论或能为

解释该现象提供崭新的思路与视角。利伯曼等（犔犻犫犲狉犿犪狀，犲狋犪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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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７）发现，人们对事物或事件的感知和判断与地理距离密切相关。远

距离的感知通常依赖简单的非情景因素，相较于近距离感知，它往往更

具模糊性和抽象性，并能弱化个体对事物或事件重要性和敏感性的判

断。由此推断，收入不平等对个人幸福感有地域层次的影响差异，可能

在于人们对更大区域范围（如国家）的不平等感知要弱于社区或区县层

次，从而导致二者关系发生变异。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部分实证研究发现，收入不平等对促进民

众幸福感有积极作用（犆犾犪狉犽，２００３；犅犲狉犵犪狀犱犞犲犲狀犺狅狏犲狀，２０１０；犚狕犲狉

犪狀犱犓狉犪犪狔犽犪犿狆，２０１３）。奈特等（犓狀犻犵犺狋，犲狋犪犾．，２００９）指出，收入不平

等与中国农村居民的幸福感呈显著的正向关系。在他看来，收入不平

等意味着区域内居民收入的非均等化，这反而会增强人们获取经济利

益的前景与信心。事实上，这种不平等的积极影响类似于“隧道效应”，

适当的收入差距往往能带来较高的收入预期，即便个体暂时处于不利

位置，但若能观察到别人摆脱困境和向上流动的社会事实，就会激发自

身对未来的憧憬，促进幸福感的生成。艾莱斯那等（犃犾犲狊犻狀犪，犲狋犪犾．，

２００４）通过比较美国和欧洲的情况印证了此观点。在他们看来，由于美

国的社会结构富有弹性，收入不平等对个人的威胁并不具有永久性，低

收入群体只要通过努力就能改变现状，所以，美国民众比欧洲民众感觉

更幸福。综上所述，我们不难发现，社会的结构形态可能是影响收入不

平等与个人幸福感关系的社会性根源。当一个社会具有相对开放和富

有弹性的社会结构，个人通过努力有可能实现自身的向上社会流动，收

入不平等就会有助于民众幸福感的提升。但如果一个社会的结构形态

是刚性、稳定和不易改变的，就意味着个人通过获致因素改变结构位置

的可能性变小，社会流动渠道受阻。这种流动期望与现实之间的矛盾

将导致个人幸福感下降，相应的，收入不平等对主观幸福感也会呈负向

影响。

诸多研究显示，在中国情境下，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后，社会阶层固

化和流动停滞的趋势逐渐显现在转型时期。在阶层结构方面，社会阶

层的界限日趋明显，并出现结构化特征，底层群体进入上层的比例逐渐

下降，富裕者来自同阶层或邻近阶层的比例上升（李强，２００５）。在收入

流动方面，有研究通过计量测算发现，中国居民的收入流动性总体呈现

下降趋势，收入流动性对改善社会福利的作用也在减弱（王朝明、胡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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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２００８；王晓等，２００９）。因此，在相对定型的社会结构中，个人仅凭自

身能力实现向上流动的难度越来越大。当流动的希望变小时，收入不

平等将被视为一种“位置停滞”的信号，而不是乐观的收入预期，并对人

们的幸福感产生负向影响。基于此，本研究提出“总体性假设”：

假设１：收入不平等对个人幸福感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收入不平等对个人幸福感的影响存在群体差异，经

济地位是被讨论得最多的分类标准。研究发现，与高收入群体相比，收

入不平等对低收入群体幸福感的损害作用更为显著（何立新、潘春阳，

２００９；犗犻狊犺犻，犲狋犪犾．，２０１１）。究其原因，一方面，高收入群体处于社会分

层结构的顶端，是资源分配的既得利益者，因此，他们倾向于认同当前

社会的收入分配格局，承认分配制度设置的合法性（犜狌狉狀犲狉，２００９）。另

一方面，低收入群体由于长期处于资源匮乏的状态，难以抵御生命历程

中遭遇的风险，从而激发他们的消极情绪（不满、怨恨和恐惧），并将矛

盾指向当前的收入分配体系。基于此，本研究提出“群体差异假设”：

假设２：收入不平等对不同收入群体的幸福感影响有显著差异。

假设２犪：收入不平等对低收入群体的幸福感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假设２犫：收入不平等对高收入群体的幸福感影响并不显著。

（二）集合层次的收入不平等对个人幸福感的影响机制

由于幸福感是由大量条件因素引发的心理状态，这意味着收入不

平等与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可能还受到其他变量的影响。为了进一步明

确收入不平等与个人幸福感的内在机制，本研究在梳理社会心理学、情

感社会学和健康社会学等涉及的心理活动研究后发现，主要存在“社会

心理”和“资源供给”两种分析视角。社会心理视角拒绝将人类的一切

行为视为理性选择的结果，认为任何社会经历都是一种特殊的个人体

验，并对其行为选择和心理感知产生差异化的影响（犜犪狔犾狅狉犪狀犱

犚犲狆犲狋狋犻，１９９７）。资源供给视角指出，心理活动不仅仅局限于个体水平

的内在过程，还取决于独立于个人意识的物质环境（犠犻犾犾犻犪犿狊犪狀犱

犆狅犾犾犻狀狊，１９９５）。所以，收入不平等对心理活动的影响可通过改变社会

心理过程和资源供给环境来实现。立足于这两种分析视角，结合幸福

研究主题及中国现实情况，本研究归纳出三种影响收入不平等与个人

幸福感的关系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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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相对剥夺机制

相对剥夺是一种个人的心理感知，也是社会心理视角中重要的

概念。它的产生并不是基于客观标准，或社会关系的相对位置，而

是通过社会互动的象征意义实现的心理过程。当人们发现自己在

比较中处于劣势时，就会体验到相对剥夺感，从而激发消极的心理

感知（默顿，２００６：３９７－３９８）。根据比较对象的不同，相对剥夺可

划分成横向比较和纵向比较。横向比较是把可观察到的、交往密

切的或与自己具有某种相似属性的他者作为比较对象。与朋友、

同事、亲人、同龄人或教育程度、经济地位相仿的群体相比，个人的

相对 剥 夺 感 越 强，对 幸 福 的 感 知 程 度 就 越 低 （犕犮犅狉犻犱犲，２００１；

犉犲狉狉犲狉犻犆犪狉犫狅狀犲犾犾，２００５）。纵向比较是指以自己的过去作为参照对

象。格雷厄姆和帕提那托（犌狉犪犺犪犿犪狀犱犘犲狋狋犻狀犪狋狅，２００１）通过比较拉

丁美洲和俄罗斯的情况发现，向上的流动感知对个人幸福感有显

著的正向影响。

转型时期不均衡的经济发展造成中国的贫富差距日益扩大，部

分群体因未能共享社会进步成果，或被原有既得利益群体剥离处

于经济劣势的地位。与其他群体相比，他们感受到强烈的挫败感

与相对剥夺感（郭星华，２００１）。由此可见，中国在由计划经济转向

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打破了原来均等化的收入分配格局。当利益

期待与现实满足之间出现了负向偏差，导致自身欲望实现速率不

及参照群体，由此产生的相对剥夺感将弱化他们对幸福的积极体

验。基于此，本研究认为，相对剥夺可能是影响收入不平等与个人

幸福感关系的重要机制，并提出“相对剥夺假设”：

假设３：在控制相对剥夺变量的情况下，收入不平等对个人幸

福感的影响效应会减弱。

２．关系信任机制

关系信任是影响个人幸福感的重要因素。在关系信任较高的

国家中，个人能从中得到慰藉精神的强力支持，以摆脱情感体验中

的不愉快感（犓狉犪狌狊犲犪狀犱犠狌犾犳犳，２００５）。从集合层次来看，区域内部

的信任、规范和网络可以减少机会主义行为的发生，推动集体目标

的达成，促进社会福祉的增加（犔犻犿犪狀犱犘狌狋狀犪犿，２０１０）。然而，一旦

收入不平等趋于严重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信任将被侵蚀，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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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对幸福的感知程度（犗犻狊犺犻，犲狋犪犾．，２０１１）。因为过度的不平等

意味着资源分配有失公允。当社会成员无法共享同等的权利待

遇，无法获得同样向上流动的机会，必然会降低他们的“共同命运

感”（犗犾犻狏犲狉犪，２０１５）。随着这种凝聚社会的共同力量逐渐式微，人

与人将难以建立信任关系，从而产生不幸福感。而且，根据同质性

偏好原则，人们更愿意与自己经济地位相同的人交往。过度的不

平等则强化了地位的差异性，容易造成人际间的隔阂与疏离

（犚狅狋犺狊狋犲犻狀犪狀犱犝狊犾犪狀犲狉，２００５），最终减弱人们对幸福的积极体验。

传统与现代力量的博弈，以及社会进步与社会矛盾的共生，使

中国的社会规范重构但未固化定型。在新旧收入分配制度的过渡

衔接期，投机与越轨行为的不断增加很可能会导致人们看不到公

平分配。特别是对于底层群体而言，他们的利益诉求很少获得表

达与承认。因此，当收入分配体系仅能实现部分群体的利益时，自

然会加剧群体之间的利益摩擦和关系冲突。人际关系紧张所产生

的信任缺乏将激发个人的愤懑与不满，降低人们对幸福的感知程

度。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关系信任假设”：

假设４：在控制关系信任变量的情况下，收入不平等对个人幸

福感的影响效应会减弱。

３．公共资源投入机制

如果说前两种影响机制都是在强调社会心理层面，资源供给视

角则让我们看到另一种研究取向：物质环境的改善有利于幸福感

的提高，持续的政策干预可以影响个人的心理感知。长久以来，幸

福被视为与一系列社会政策相关的政治目标（犛犿犻狋犺犪狀犱犈犵犵犲狉，

１９９６）。一个高效的政府能满足人们不同层次的需求，促进社会幸

福终极理想的实现；当人们普遍感觉不幸福时，也就预示着社会政

策的制定与执行可能出现了偏差与问题。其中，作为衡量社会政

策质量的重要指标，政府对公共服务的供给将直接影响民众对幸

福的感知程度。诸多研究也表明，改善社会福利体系、增加公共财

政支出和提升公共医疗卫生水平都能有效促进民众的幸福感

（犗狊狑犪犾犱犪狀犱犘狅狑犱狋犺犪狏犲犲，２００８；谢舜等，２０１２）。

由于收入分配制度和政府对公共服务的供给均受到宏观结构

因素的制约，是历史、政治、经济和文化交互影响的产物。在实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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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面，一个地区的收入不平等也被证明与其基础设施建设、社会福

利和社会保障水平高度相关（犓犪狆犾犪狀，犲狋犪犾．，１９９６），所以，有研究

发现，政府对公共资源的投入是影响收入不平等与个人幸福感关

系的重要机制（犚狅狊狊，犲狋犪犾．，２０００；犔狔狀犮犺，犲狋犪犾．，２００４）。在收入差

距较大的地区，政府对公共资源的投入与供给相对不足将导致当

地的基础设施、社会保障和医疗健康等公共服务较为落后，因而民

众的幸福健康状况处于持续低下的水平。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公

共资源投入假设”：

假设５：在控制公共资源投入变量的情况下，收入不平等对个

人幸福感的影响效应会减弱。

二、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研 究 的 数 据 来 自 ２００５ 年 的 中 国 综 合 社 会 调 查 （犆犺犻狀犪

犌犲狀犲狉犪犾犛狅犮犻犪犾犛狌狉狏犲狔）。３该调查采用多阶分层抽样方法，对年满１８

周岁，具有中国国籍，并在抽中住址居住满一周的居民进行访问，

调查范围涵盖全国２８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中的１２５个区县。样

本容量为１０３７２个。此外，政府对公共资源的投入是区县层次变

量，它的数据来自《２００６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和２００６年北京、天

津、上海、重庆四个直辖市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３．数据详情见中国综合社会调查官网：犺狋狋狆：／／狑狑狑．犮犺犻狀犪犵狊狊．狅狉犵。

（二）变量及操作化

１．因变量

本研究的因变量是“幸福感”，具体指一种满足和愉悦的心理状态，

是个人对目前生活状态的认知评价，包括生活满意度和情绪反应两个方

面（犇犻犲狀犲狉，犲狋犪犾．，１９９９）。尽管如此，由于自我报告幸福感的单项评价与

个人持续的微笑时间、压力应对状况、对生活事件的评价高度相关，并在

跨文化情景中具有稳定的信度和效度（犃犫犱犲犾犓犺犪犾犲犽，２００６），该测量方法

被广泛应用于幸福研究的各领域。所以，本研究将幸福感操作化成“您

对自己所过的生活的感觉是怎样”这一问题，回答选项为１—５，１代表

“很不幸福”，５代表“很幸福”。近年来，不少研究发现，导致个体低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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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感的原因往往与中、高水平幸福感有显著差别，需要对其单独考察

（犜狅犽狌犱犪犪狀犱犐狀狅犵狌犮犺犻，２００８；犆犺犪狀犵犪狀犱犖犪狔犵犪，２０１０）。在社会转型的大背

景下，中国民众失落寡欢的社会现象也更加凸显对不幸福研究的重要

性。基于此，本研究将幸福感的五选项进行合并：１—２为“不幸福”，赋值

为０；３—５为“幸福”，赋值为１（具体的变量描述分析见表１）。

表１：统计变量的描述分析

类别变量 百分比（％） 样本量 类别变量 百分比（％） 样本量

个人幸福感 健康状况

　幸福 ９０．８７ ９４２５ 　不好 １５．６５ １６２３

　不幸福 ９．１３ ９４７ 　一般 ２３．１５ ２４０１

性别 　较好 ６１．２０ ６３４８

　男性 ５２．５７ ５４５３ 党员身份

　女性 ４７．４３ ４９１９ 　中共党员 １０．８０ １１２０

婚姻状况 　非中共党员 ８９．２０ ９２５２

　未婚 １５．４２ １５９９ 工作状况

　已婚 ８４．５８ ８７７１ 　有工作 ６９．８２ ７２４２

教育程度 　没有工作 ３０．１８ ３１３０

　大学及以上 １０．０３ １０３９ 与同龄人相比的经济地位

　大学以下 ８９．９７ ９３２２ 　较低 ３７．５０ ３７９６

户口性质 　差不多 ５６．６０ ５７３１

　城镇户口 ５５．９１ ５７８３ 　较高 ５．９０ ５９７

　农村户口 ４４．０９ ４５６０ 与三年前相比的经济地位

公平感 　下降了 ２０．００ ２０４０

　合理 ４４．７４ ４２６７ 　差不多 ４０．７９ ４１６１

　不合理 ５５．２６ ５２７０ 　上升了 ３９．２１ ３９９９

数值型变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样本量

基尼系数 ０．４６ ０．０９ ０．２９ ０．６９ １２５

年龄 ４４．７０ １４．７９ １８．００ ９４．００ １０３７２

年龄的平方 ２２１７．０４ １４１７．４２ ３２４．００ ８８３６．００ １０３７２

收入水平（取对数） ７．７８ ０．２９ ４．５４ １０．４５ ９８５４

关系信任 ０ １ －４．６９ ２．２８ ８４８３

人均地方财政一般

预算支出（取对数）
７．５１ ０．８８ ６．０７ １０．４０ １０３７２

　　

２．自变量

基于以往大多数实证研究的测量方法，本研究将基尼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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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犌犻狀犻犆狅犲犳犳犻犮犻犲狀狋）作为衡量自变量收入不平等的重要指标。４在基尼

系数的测量层次上，不少研究发现，收入不平等对个人幸福感的影

响存在地域层次的差异（犎犲犾犾犻狑犲犾犾，２００３；犅犼狉狀狊犽狅狏，犲狋犪犾．，２００８），

需要通过细化地域类型来验证相关理论。然而，由于犆犌犛犛２００５省

份层次的样本量偏少，可能影响多层次模型的统计估计，５所以，本

研究将基尼系数的测量层次限定为区县一级，并通过犆犌犛犛２００５的

个人收入信息计算获得。

４．基尼系数是由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于１９１２年提出的，它根据洛伦兹曲线计算出区域

收入分配的离散性，值域范围为０—１，是最常使用的不平等测量指标。基尼系数越高代

表该区域的收入分配越不平等，学术界一般将０．４视为贫富差距的国际警戒线。

５．根据莫斯和郝克斯（犕犪犪狊犪狀犱犎狅狓，２００４）的观点，为确保多层次模型的检验力和第二

层次估计的无偏性，第二层次的个案数应大于５０。犆犌犛犛２００５被调查的省份和区县数分

别为２８个和１２５个，因此，从模型估计的角度来看，本研究认为，选择区县作为第二层次

更为合适。

基尼系数（犌）的计算公式如下：

犌＝１＋∑犢犻犘犻－２∑犘（ ）犻′犢犻
其中，犢犻 代表第犻组人口总收入占全部人口总收入的比例，犘犻 代表第

犻组人口数占全部人口总数的比重，（Σ犘犻）′表示累计到第犻组的人口

总数占全部人口总数的比重。相对剥夺产生于与参照对象的比较，依

据参照对象的差异，具体可划分为横向剥夺和纵向剥夺。横向剥夺操

作化为“与同龄人相比，您认为您本人的社会经济地位是”，回答选项为

１＝“较低”，２＝“差不多”，３＝“较高”。纵向剥夺操作化为“与三年前相

比，您认为您本人的社会经济地位是”，回答选项为１＝“下降了”，２＝

“差不多”，３＝“上升了”。在纳入模型分析时，横向剥夺和纵向剥夺变

量均进行虚拟化处理。

关系信任是个体按照对方的人品、意愿和行为举止作出的评价

性决定，这种信任内含认知和情感的成分，并未涉及工具性的利益

算计（犓狉犪犾狀犲狉犪狀犱犜狔犾犲狉，１９９６）。中国是一个“伦理本位、关系导向”

的传统社会，个人的自主独立性相对较弱，行为方式和心理体验经

常受制于“内外有别、亲疏远近”的人际关系格局（费孝通，１９８５：

２５）。这就意味着人们对于不同关系对象的信任程度会有所差异。

为了全面考量个人的关系信任，本研究运用“在不直接涉及金钱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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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的一般社会交往／接触中，您觉得邻居、亲戚、同事、老同学、交情

不深的朋友、陌生人可以信任的人多不多”六种关系来测量，回答

选项均根据由低到高的程度依次赋值１—５，再运用因子分析方法

对变量进行统计分析。

在政府对公共资源投入方面，统计年鉴和统计报表并没有公开区

县层次直接衡量公共服务的统计数据，所以，本研究将人均地方财政的

一般预算支出作为替代性指标，它是国家对集中预算收入有计划地分

配使用的支出安排，包括文体广播事业费、教育事业费、抚恤费用和社

会福利救济费、社会保障补助支出、基本建设支出、城市维护费等公共

资源支出类别。考虑到该指标的偏态分布问题，在纳入统计模型时，对

其进行取对数处理。

３．控制变量

通过回顾文献，本研究将年龄、性别、婚姻状况、教育程度、健康状

况、工作状况、收入水平、公平感等作为控制变量纳入模型分析。在中

国情境下，党员身份是一种重要的政治资本。是否拥有政治资本影响

着个人能否获得荣誉声望和各种资源，进而有利于提高幸福感。户籍

制度将中国居民划分成农村和城镇两大群体，二元分割格局导致城乡

在资源分配、公共服务供给、社会交往和规则习俗等方面均呈现差异

化，造成城乡居民的行为选择和心理体验遵循不同的逻辑路径。因此，

党员身份和户口性质也是本研究需要控制的变量。

（三）统计模型

考虑到幸福感是个体层次变量，收入不平等是区域层次变量，本研

究采用多层次犔狅犵犻狊狋犻犮模型对二者关系进行分析，模型的具体估计

如下：

１．个体层次

犢犻犼 ＝犪０犼＋∑
犽

犫犼犽犡犽犻犼＋犱犻犼

其中，犢犻犼表示因变量，犡犽犻犼表示个体层次影响因变量的自变量和控制

变量，犫犼犽表示各自变量与控制变量的回归系数，犱犻犼表示模型的残

差项。

２．地区层次

犪０犼 ＝狉００＋∑
犿

狉０犿犅犿犼＋犳０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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犫犼犽 ＝狉犼０＋∑
犿

狉犼犿犅犿犼＋犳犿犼

自变量犅犿犼
为区域层次的变量。它对因变量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

下两个方面：一是截距（第二层次变量的直接影响），即犪０犼方程，其

中，狉０犿表示自变量的回归系数，犳０犼表示方程的残差；二是斜率（因

第二层次变量的影响，导致个体层次变量对因变量的作用产生差

异），即犫犼犽方程，其中，狉犼犿表示自变量的回归系数，犳犿犼表示方程的

残差。基于实际的调查数据，本研究仅使用随机截距模型的多层

次模型。

为验证多层次模型结果的稳健性和有效性，本研究将采取如下

方法考察收入不平等对个人幸福感的影响效应。第一，拔靴法

（犅狅狅狋狊狋狉犪狆犻狀犵）。该统计方法采用重复抽样技术，从原始样本中抽

取一定数量的样本，以近似拟合真实总体，得到区间长度和位置更

加稳定的估计结果，从而有效校正参数估计的偏倚，提高统计推断

的准确性。第二，替换指标法。将区县的城乡收入比作为基尼系

数的对照指标纳入统计模型，检验收入不平等与个人幸福感关系

的稳健性。该指标通过计算调查区县的城镇职工平均工资和农村

居民人均纯收入之比得出，数据来自《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

（２００６）》和各省、市、区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三、实证分析结果

（一）收入不平等对个人幸福感的总体影响

表２的模型１显示，在未包括控制变量的情况下，基尼系数对

个人幸福感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也就是说，在收入不平等比较严重

的地区，个人对幸福的感知程度被削弱。在控制了其他变量后，虽

然系数的显著度水平有所下降，但基尼系数与个人幸福感的负向

关系仍然成立。从模型３和模型４的结果来看，即便在替换了检验

方法和衡量收入不平等的指标后，收入不平等与个人幸福感同样

呈现显著的负向关系，其他变量的系数方向和显著度水平亦无太

大变化，这说明多层次模型具有较高的稳健性，且统计结果真实可

靠。由此可见，假设１获得了验证与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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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收入不平等对个人幸福感影响的多层次模型

模型１ 模型２ 模型３ 模型４

（拔靴法） （替代指标法）

区县层次变量

　基尼系数 －１．６３３ －１．４７０ －１．４７１

（０．８１０） （０．８３９） （０．８６４）

　城乡收入比 －０．１４９

（０．０４３）

个人层次变量

　性别（１＝男性） －０．１５２ －０．１５２ －０．１１２

（０．０８１） （０．０８７） （０．０９１）

　年龄 －０．１２２ －０．１２２ －０．１０８

（０．０１９） （０．０２３） （０．０２１）

　年龄的平方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婚姻状况（１＝已婚） １．３０４ １．３０３ １．３１２

（０．１０８） （０．１１５） （０．１２３）

　户口性质（１＝城镇户口） ０．１８０ ０．１８１ ０．１７５

（０．１１６） （０．１２５） （０．１２９）

　教育程度（１＝大学以下） －０．７３０ －０．７３０ －０．８６９

（０．２１８） （０．２７５） （０．２８０）

　党员身份（１＝共产党员） ０．７３１ ０．７３１ ０．７０４

（０．１８１） （０．１６８） （０．２０１）

　工作状况（１＝有工作） ０．０５０ ０．０５０ ０．００７

（０．１１６） （０．１２３） （０．１３８）

　健康状况（参照组：“较好”）

　　一般 －０．４４９ －０．４４９ －０．４０１

（０．１００） （０．１０６） （０．１１４）

　　不好 －１．１２６ －１．１２６ －１．０９８

（０．１０３） （０．０９８） （０．１１３）

　收入水平（取对数） ０．９５２ ０．９５０ １．１８２

（０．１７４） （０．４１８） （０．２２８）

　公平感（１＝合理） ０．９１０ ０．９１０ ０．８８６

（０．０９５） （０．０９５） （０．１０５）

常数项 ３．２１３ －１．２９２ －１．２７９ －３．０９５

（０．３８１） （１．５３７） （３．２３２） （１．９１４）

随机截距 ０．６３６ ０．６０４ ０．６０４ ０．５９８

（０．０６１） （０．０６５） （０．０６４） （０．０７３）

犔狅犵狉犲狊狋狉犻犮狋犲犱－犾犻犽犲犾犻犺狅狅犱 －３０７６．４０６ －２３８７．５３８ －２３８７．５３８ －１９１０．６８５

组数 １２５ １２５ １２５ １０１

犖 １０３７２ ９０８３ ９０８３ ７３３２

　　注：双尾检验统计；显著性水平：狆＜０．１，狆＜０．０５，狆＜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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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控制变量方面，性别与个人幸福感呈显著的负向关系，与女性相

比，男性感觉生活更不幸福。从年龄及其平方来看，年龄的回归系数为

负，年龄平方的回归系数为正，且系数均为显著。这说明年龄与主观幸

福感之间为正犝型关系，曲线的最低点为４８岁。６在４８岁之前，随着年

龄的增长，个人幸福感会逐渐下降；在４８岁之后，个人幸福感则随着年

龄的增长而提高。由于结婚能给个人带来稳定的情感支持和经济保障，

已婚者的幸福感会明显强于未婚者。改善健康状况，提高公平感知同样

对促进个人幸福感有积极的作用。

教育程度和党员身份对个人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可见，在中

国情境下，人力资本和政治资本的获得均有利于增强个人幸福感。收入

水平与个人幸福感的关系也是正向的，且系数显著。随着收入水平的提

高，个人的幸福感也越强。对于尚处在发展阶段的中国而言，收入水平

体现了个人满足欲望和抵御风险的能力，所以，物质条件仍然是实现个

人幸福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收入不平等对个人幸福感影响的群体差异

在考察了收入不平等对个人幸福感的总体影响后，本研究将个人收

入进行分组统计，分析二者关系是否在不同收入群体中存在差异性。表

３的结果显示，在年龄、婚姻状况、健康状况、党员身份和公平感五个方

面，它们对不同收入群体的幸福感影响并无显著差异，统计结果与表２基

本相同。教育程度、户口性质和工作状况对个人幸福感的影响则存在群

体差异。在把收入分组后，它们对个人幸福感的影响就集中体现在中高

和高收入群体。具体而言，以没上过大学的群体为参照，上过大学的中

高收入和高收入群体感觉更幸福；户口为城镇的中高收入群体比户口为

农村的感觉更幸福；有工作的高收入群体比无工作的感觉更幸福。

６．计算方法为年龄的系数除以年龄平方项的２倍，即０．１２１７８２７÷（０．００１２７２４×２）≈４８。

在收入不平等与个人幸福感的关系中，不同收入群体的呈现特征也

有所差异。对于低收入群体和中低收入群体来说，基尼系数对个人幸福

感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对于中等收入群体、中高收入群体和高收入群体

而言，基尼系数对个人幸福感的负向影响变得并不显著。这说明，相较

于高收入群体，收入不平等对低收入群体幸福感的负向影响更加强烈。

统计结果验证与支持了假设２犪和假设２犫，因此，假设２是成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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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收入不平等对个人幸福感影响的群体差异

模型５ 模型６ 模型７ 模型８ 模型９

低收入群体 中低收入群体 中等收入群体 中高收入群体 高收入群体

区县层次变量

　基尼系数 －２．３２８ －３．１０６ ０．２６４ －０．８８４ －１．４６４

（１．３７４） （１．２８４） （１．３６６） （１．３０２） （１．６４２）

个人层次变量

　性别（１＝男性） －０．２２２ －０．２３９ －０．２８８ －０．１１４ ０．０６４

（０．１７１） （０．１６４） （０．１６４） （０．２０２） （０．２２７）

　年龄 －０．１０６ －０．１１９ －０．１３５ －０．０９２ －０．１８２

（０．０３５） （０．０３８） （０．０４２） （０．０４９） （０．０５６）

　年龄的平方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婚姻状况（１＝已婚） １．３３０ １．１０２ １．１６５ １．２２５ １．６７０

（０．２１１） （０．２１９） （０．２２７） （０．２８２） （０．２８５）

　户口性质（１＝城镇户口） ０．０４０ －０．０２８ ０．１４３ ０．５４０ ０．２５６

（０．２４０） （０．２３８） （０．２４４） （０．２４５） （０．２９０）

　教育程度（１＝大学以下）－０．３１０ －０．１０９ －０．６２９ －１．６６３ －０．５７４

（０．４２７） （０．５６９） （０．６５７） （０．７４１） （０．３４７）

　党员身份（１＝共产党员） １．０３９ ０．８９０ ０．８２３ ０．１１４ ０．７９０

（０．４９３） （０．３９０） （０．４０１） （０．３５０） （０．４０７）

　工作状况（１＝有工作） ０．０２１ －０．１１７ ０．２６９ ０．０３５ ０．５６４

（０．１９７） （０．２４２） （０．２７２） （０．３２９） （０．２９８）

　健康状况（参照组：“较好”）

　　一般 －０．５５３ －０．５１１ －０．２３３ －０．５９２ －０．７４０

（０．２０６） （０．２０１） （０．２０３） （０．２４３） （０．２６４）

　　不好 －１．４７６ －１．０８８ －０．８９７ －１．２９１ －１．３２６

（０．２１３） （０．２００） （０．２０５） （０．２５９） （０．３０２）

　公平感（１＝合理） １．２５２ １．０６５ ０．９３０ ０．６６０ ０．５４１

（０．２４２） （０．２０２） （０．１８９） （０．２１１） （０．２２６）

常数项 ５．０１２ ６．０７７ ４．９９９ ６．９６０ ６．９７５

（１．２９４） （１．５２７） （１．６５４） （１．９０１） （１．５３９）

随机截距 ０．４３７ ０．６１０ ０．７２５ ０．４４３ ０．５８５

（０．１２０） （０．１２３） （０．１２９） （０．１９７） （０．２０８）

犔狅犵狉犲狊狋狉犻犮狋犲犱－犾犻犽犲犾犻犺狅狅犱－５３６．７９０ －５８７．３８７　 －５９６．１７９ －４２０．５３８ －３５８．０２１

组数 ８４ １１５ １２２ １２４ １２５

犖 １６４７ １７６３ １８６３ １８９３ ２３３１

　　注：双尾检验统计；显著性水平：狆＜０．１，狆＜０．０５，狆＜０．０１。

（三）收入不平等对个人幸福感的影响机制

在这一部分，通过引入相对剥夺、关系信任和政府对公共资源投入

三个变量，分析它们对幸福感的影响，及其是否构成收入不平等与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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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感的关系机制。

表４的统计结果显示，以比同龄人中经济地位较低的个人为参照，

拥有相似或较高经济地位的个人对幸福的感知程度也比较强。以经济

地位下降为参照，经济地位无变化和经济地位上升的个人对幸福的积

极体验也比较高。可见，若个人在经济地位的横向比较或纵向比较方

面处于劣势，由此形成的剥夺感将降低其幸福感。此外，模型１０在模

型９的基础上，加入了相对剥夺变量，收入不平等系数变得不显著。可

见，相对剥夺变量的加入能解释收入不平等对个人幸福感的影响，构成

二者的关系机制。统计结果验证与支持了假设３。

表４：收入不平等对个人幸福感的影响机制模型

模型９ 模型１０ 模型１１ 模型１２

基准模型 相对剥夺机制 关系信任机制
政府公共资源

投入机制

区县层次变量

　基尼系数 －１．４７０ －１．０７６ －１．３４４ －１．２４４

（０．８３９） （０．８４３） （０．８３４） （０．８８６）

个人层次变量

　性别（１＝男性） －０．１５２ －０．００２ －０．１５０ －０．１５３

（０．０８１） （０．０８６） （０．０９３） （０．０８１）

　年龄 －０．１２２ －０．０８８ －０．１３８ －０．１２２

（０．０１９） （０．０２０） （０．０２２） （０．０１９）

　年龄的平方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婚姻状况（１＝已婚） １．３０４ １．２４５ １．２９７ １．３０６

（０．１０８） （０．１１３） （０．１２２） （０．１０８）

　户口性质（１＝城镇户口） ０．１８０ ０．４２６ ０．１５５ ０．１６２

（０．１１６） （０．１２２） （０．１２７） （０．１１８）

　教育程度（１＝大学以下） －０．７３０ －０．６１６ －０．６８４ －０．７１９

（０．２１８） （０．２２７） （０．２２４） （０．２１９）

　党员身份（１＝共产党员） ０．７３１ ０．６１５ ０．６１０ ０．７３０

（０．１８１） （０．１９０） （０．１９２） （０．１８１）

　工作状况（１＝有工作） ０．０５０ －０．０１５ ０．１０２ ０．０４９

（０．１１６） （０．１１９） （０．１２７） （０．１１６）

　健康状况（参照组：“较好”）

　　一般 －０．４４９ －０．２５１ －０．３６６ －０．４４８

（０．１００） （０．１０６） （０．１１４） （０．１００）

　　不好 －１．１２６ －０．７９５ －１．０８１ －１．１２３

（０．１０３） （０．１１０） （０．１２０） （０．１０３）

　收入水平（取对数） ０．９５２ ０．４４９ ０．８４８ ０．９９０

（０．１７４） （０．１８７） （０．１８９） （０．１８１）

·９３１·

收入不平等对中国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



续表４
模型９ 模型１０ 模型１１ 模型１２

基准模型 相对剥夺机制 关系信任机制
政府公共资源

投入机制

　公平感（１＝合理） ０．９１０ ０．４５４ ０．８２５ ０．９０６

（０．０９５） （０．１０３） （０．１０９） （０．０９６）

　与同龄人相比的经济地位

　（参照组：“较低”）

　　差不多 ０．８８６

（０．０９９）

　　较高 ０．８５０

（０．２７２）

　与三年前相比的经济地位

　（参照组：“下降”）

　　差不多 ０．９２９

（０．０９７）

　　上升 １．６２５

（０．１２８）

　关系信任 ０．２５１

（０．０４５）

　人均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支出

　（取对数）
０．０７０

（０．０８８）

常数项 －１．２９２ ０．１１６ －０．２０６ －２．２２９

（１．５３７） （１．６４２） （１．６６６） （１．９３６）

随机截距 ０．６０４ ０．５８７ ０．５４２ ０．６０５

（０．０６５） （０．０６５） （０．０６８） （０．０６４）

犔狅犵狉犲狊狋狉犻犮狋犲犱－犾犻犽犲犾犻犺狅狅犱 －２３８７．５３８－２１３７．９２７ －１８６３．９８７ －２３８７．２１２

组数 １２５ １２５ １２５ １２５

犖 ９０８３ ８８５４ ７７０５ ９０８３

　　注：双尾检验统计；显著性水平：狆＜０．１，狆＜０．０５，狆＜０．０１。

　　在关系信任方面，它对个人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即个人对他

人的信任程度越高，自己对幸福的感知程度也越强。在基准模型加入

该变量后，收入不平等的系数变得不显著。这说明关系信任的加入同

样能解释收入不平等对个人幸福感的影响，构成二者的关系机制。统

计结果验证与支持了假设４。

与前两个变量不同，在加入政府对公共资源投入变量后，收入不平

等的系数与显著度均有所下降，然而，该变量对个人幸福感的影响甚

微，统计结果并不能支持假设５。其中可能的解释是，一方面，长期以

来，片面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战略，使政府忽视了教育、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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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卫生等短期无法对经济发展有显著贡献的领域（周黎安，２００７）。

近年来，虽然中国政府的公共服务供给能力有了长足进步，但从整体而

言，人均公共资源投入仍处于较低水平。以教育投入为例，截至２００５

年，全国教育经费为８４１８．８４亿元，年平均增长率为１５％，但全国教育

经费占财政支出比重却不断下降，２００５年该比例为１４．９％，比１９９５年

低了近３％。若以人均教育投入来统计，中国居民人均可享受的教育

资源和权利也落后于发达国家，甚至是一些发展中国家。公共产品和

公共服务供给水平整体低下可能导致该变量对个人幸福感的作用变得

十分有限。另一方面，受制于统计年鉴数据，本研究并没有找到各区县

政府公共资源投入的明细指标，仅以人均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支出衡量，

在一定程度也影响了统计结果。

四、结论与讨论

（一）研究结论

本研究运用２００５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犆犌犛犛２００５），立足于社会规范

视角，分析了中国情境下区域层次的收入不平等与个人幸福感的关系特

征、群体差异和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总体性假设”“群体差异假设”“相对

剥夺假设”和“关系信任假设”均获得数据的验证与支持，主要结论可归纳

为以下三点：

第一，当前中国的收入不平等会损害个人对幸福的积极体验。

研究结果与诸多国内学者的分析（何立新、潘春阳，２０１１；鲁元平、王

韬，２０１１）相吻合。中国的转型发展带来经济的快速增长，也伴随着

日益严重的收入分化，在进入２１世纪后，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突破国

际警戒线，持续处于高位水平。与此同时，社会阶层固化的趋势导致

个人实现向上流动的难度日益增大（李强，２００５）。在这种相对定型

的社会结构中，收入不平等往往被视为“流动停滞”的信号，诱发个人

不满、愤懑等消极情绪，从而降低幸福感。

第二，收入不平等对个人幸福感的影响效应存在群体效应，与高收

入群体相比，收入不平等对低收入群体的幸福感有更为显著的负向影

响。统计数据显示，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无论是城镇还是农村，高收入户与

低收入户之间的差距都在不断扩大。其中，在２０００年、２００５年和２０１０

年，城镇的收入差距分别为３．６倍、５．７倍和４．９倍；农村的收入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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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６．５倍、７．３倍和７．５倍。７由于高收入群体的优势地位仍在扩

大，低收入群体的相对劣势地位没有很大变化，所以，收入不平等对不

同收入群体幸福感的影响差异将持续显现。

７．数据来源：《中国统计摘要２０１４》按五等份分组的城镇居民家庭可支配收入、按五等份分组

的农村居民家庭纯收入两个指标。

第三，相对剥夺和关系信任是影响收入不平等与个人幸福感关系

的重要机制。在转型过程中，一方面，市场经济的分配制度打破以往

“均等化”的利益格局，导致收入差距的扩大。当人们发现，与从前地位

相似的个人／群体相比（包括以自我为参照），自己的收入增长速度较慢

或经济地位处于劣势，就容易产生相对剥夺感，从而降低他们对幸福的

感知程度。另一方面，日益严重的收入不平等加剧了个体间或群体间

的利益摩擦和关系紧张，人际信任在各方利益博弈的张力中被不断侵

蚀，造成相互猜疑，敌对的消极情绪逐渐凸显。

可见，在中国情境下，分析收入不平等与个人幸福感关系不能忽视

社会心理过程的影响，它是联结宏观社会环境与个人特殊体验的重要

桥梁。相比之下，公共资源投入对个人幸福感的影响甚微，资源供给视

角并不能解释收入不平等与个人幸福感的关系。这可能是因为地方政

府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给水平整体处于较低水平，弱化它对个人幸

福感的作用；也可能源于测量指标的缺陷，造成统计结果的偏离。这些

都需要在以后的研究中进一步分析与验证。

（二）进一步讨论：如何提升中国居民的幸福感

本研究发现，在经济快速发展的中国，收入不平等是阻碍居民提升

幸福感的重要因素。那么，在政策层面，如何才能降低收入差距过大对

个人幸福感的损害作用？基尼系数是反映收入不平等的重要指标，但

它的大小与国家的经济发展阶段、经济结构、教育水平、人口结构、再分

配等政策息息相关，我们很难判断一个国家基尼系数合理的具体取值

（李实、高霞，２０１５）。可见，单纯以降低基尼系数为导向来制定政策并

不能很好实现减少贫富差距的目标。而且，适当的收入分化有利于调

动和激励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力，提升个人的幸福感。这需要我们将

收入不平等与收入分配的公平性结合起来考虑。正如罗尔斯（１９９１：６６

－６９）所言，社会的“公平正义”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每位社会成员都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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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平等的权利，二是社会的权力与地位系统具有开放性，基于这两个原

则建立的收入分配体系，以及由此产生的不平等结果会使每位社会成

员受益和感觉幸福。也就是说，国民幸福感的高低并非取决于收入不

平等本身，而是分配体系构建的合理性。当收入分配体系与“公平正

义”的价值理念高度契合，收入不平等对个人幸福感的影响是积极的。

因此，提升中国居民幸福感的根本路径，在于构建合理的收入分配体

系。只有建立起基于“公平导向”的经济发展模式，才是中国居民幸福

感持续增长的动力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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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６８．

犎犪犵犲狉狋狔，犚．犕犻犮犺犪犲犾．２０００．“犛狅犮犻犪犾犆狅犿狆犪狉犻狊狅狀狊狅犳犐狀犮狅犿犲犻狀犗狀犲’狊犆狅犿犿狌狀犻狋狔：犈狏犻犱犲狀犮犲

犳狉狅犿 犖犪狋犻狅狀犪犾犛狌狉狏犲狔狊狅犳犐狀犮狅犿犲犪狀犱犎犪狆狆犻狀犲狊狊．”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犘犲狉狊狅狀犪犾犻狋狔犪狀犱

犛狅犮犻犪犾犘狊狔犮犺狅犾狅犵狔７８（４）：７６４－７７１．

犎犲犾犾犻狑犲犾犾，犉．犑狅犺狀．２００３．“犎狅狑’狊犔犻犳犲？犆狅犿犫犻狀犻狀犵犐狀犱犻狏犻犱狌犪犾犪狀犱犖犪狋犻狅狀犪犾犞犪狉犻犪犫犾犲狊狋狅

犈狓狆犾犪犻狀犛狌犫犼犲犮狋犻狏犲犠犲犾犾犅犲犻狀犵．”犈犮狅狀狅犿犻犮犕狅犱犲犾犾犻狀犵２０（２）：３３１－３６０．

犓犪狆犾犪狀，犃．犌犲狅狉犵犲，犈犾狊犻犲犚．犘犪犿狌犽，犑狅犺狀犔狔狀犮犺，犚犻犮犺犪狉犱犇．犆狅犺犲狀，犪狀犱犑犲狀狀犻犳犲狉犔．犅犪犾犳狅狌狉．

１９９６．“犐狀犲狇狌犪犾犻狋狔犻狀犐狀犮狅犿犲犪狀犱犕狅狉狋犪犾犻狋狔犻狀狋犺犲犝狀犻狋犲犱犛狋犪狋犲狊：犃狀犪犾狔狊犻狊狅犳犕狅狉狋犪犾犻狋狔

犪狀犱犘狅狋犲狀狋犻犪犾犘犪狋犺狑犪狔狊．”犅狉犻狋犻狊犺犕犲犱犻犮犪犾犑狅狌狉狀犪犾（３１２）：９９９－１００３．

犓狀犻犵犺狋，犑狅犺狀，犔犻狀犪犛狅狀犵，犪狀犱犚犪犿犪狀犻犌狌狀犪狋犻犾犪犽犪．２００９．“犛狌犫犼犲犮狋犻狏犲犠犲犾犾犅犲犻狀犵犪狀犱犐狋狊

犇犲狋犲狉犿犻狀犪狀狋狊犻狀犚狌狉犪犾犆犺犻狀犪．”犆犺犻狀犪犈犮狅狀狅犿犻犮犚犲狏犻犲狑２０（４）：６３５－６４９．

犓狉犪犿犲狉，犚狅犱犲狉犻犮犺犪狀犱犜狅犿犜狔犾犲狉．１９９６．犜狉狌狊狋犻狀犗狉犵犪狀犻狕犪狋犻狅狀狊：犉狉狅狀狋犻犲狉狊狅犳犜犺犲狅狉狔
犪狀犱犚犲狊犲犪狉犮犺．犆犃：犛犪犵犲．

犓狉犪狌狊犲，犖犲犪犾犪狀犱犓犲犻狋犺犕．犠狌犾犳犳．２００５．“犆犺狌狉犮犺犅犪狊犲犱犛狅犮犻犪犾犜犻犲狊：犃犛犲狀狊犲狅犳犅犲犾狅狀犵犻狀犵

犻狀犪犆狅狀犵狉犲犵犪狋犻狅狀犪狀犱犘犺狔狊犻犮犪犾犎犲犪犾狋犺犛狋犪狋狌狊．”犐狀狋犲狉狀犪狋犻狅狀犪犾犑狅狌狉狀犪犾犳狅狉狋犺犲

犘狊狔犮犺狅犾狅犵狔狅犳犚犲犾犻犵犻狅狀１５（３）：７３－９３．

犔犻犫犲狉犿犪狀，犖犻狉犪，犢犪犪犮狅狏犜狉狅狆犲，犪狀犱犆犺犲狉狔犾犠犪犽狊犾犪犽．２００７．“犆狅狀狊狋狉狌犪犾犔犲狏犲犾犜犺犲狅狉狔犪狀犱

犆狅狀狊狌犿犲狉犅犲犺犪狏犻狅狉．”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犆狅狀狊狌犿犲狉犘狊狔犮犺狅犾狅犵狔１７（２）：１１３－１１７．

犔犻犿，犆犺犪犲狔狅狅狀犪狀犱 犚狅犫犲狉狋犇．犘狌狋狀犪犿．２０１０．“犚犲犾犻犵犻狅狀，犛狅犮犻犪犾犖犲狋狑狅狉犽狊犪狀犱 犔犻犳犲

犛犪狋犻狊犳犪犮狋犻狅狀．”犃犿犲狉犻犮犪狀犛狅犮犻狅犾狅犵犻犮犪犾犚犲狏犻犲狑７５（６）：９１４－９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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犔狔狀犮犺，犑狅犺狀，犌犲狅狉犵犲犇犪狏犲狔犛犿犻狋犺，犛犪犿犎犪狉狆犲狉，犕犪狉犻犪狀狀犲犎犻犾犾犲犿犲犻犲狉，犖犪狀犮狔犚狅狊狊，犌犲狅狉犵犲

犃．犓犪狆犾犪狀，犪狀犱犕犻犮犺犪犲犾犠狅犾犳狊狅狀．２００４．“犐狊犐狀犮狅犿犲犐狀犲狇狌犪犾犻狋狔犪犇犲狋犲狉犿犻狀犪狀狋狅犳

犘狅狆狌犾犪狋犻狅狀犎犲犪犾狋犺？犘犪狉狋１．犃犛狔狊狋犲犿犪狋犻犮犚犲狏犻犲狑．”犜犺犲犕犻犾犫犪狀犽犙狌犪狉狋犲狉犾狔８２（１）：

５－９９．

犕犮犅狉犻犱犲，犕犻犮犺犪犲犾．２００１．“犚犲犾犪狋犻狏犲犐狀犮狅犿犲犈犳犳犲犮狋狊狅狀犛狌犫犼犲犮狋犻狏犲犠犲犾犾犅犲犻狀犵犻狀狋犺犲犆狉狅狊狊

狊犲犮狋犻狅狀．”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犈犮狅狀狅犿犻犮犅犲犺犪狏犻狅狉犪狀犱犗狉犵犪狀犻狕犪狋犻狅狀４５（３）：２５１－２７８．

犕狅狉犪狑犲狋狕，犇犪狏犻犱，犈狋狔犃狋犻犪，犌犪犫犻犅犻狀犖狌狀，犔犪狕犪狉狅狊犉犲犾狅狌狊，犢狌犱犪犌犪狉犻狆犾犲狉犱犲狀，犈犾犾犪

犎犪狉狉犻狊，犛犪犿犻 犛狅狌狊狋犻犲犾，犌犲狅狉犵犲 犜狅犿犫狉狅狊，犪狀犱 犢狅狊狊犻 犣犪狉犳犪狋狔．１９７７． “犐狀犮狅犿犲

犇犻狊狋狉犻犫狌狋犻狅狀 犪狀犱 犛犲犾犳犚犪狋犲犱 犎犪狆狆犻狀犲狊狊：犛狅犿犲 犈犿狆犻狉犻犮犪犾 犈狏犻犱犲狀犮犲．”犈犮狅狀狅犿犻犮

犑狅狌狉狀犪犾８７（３４７）：５１１－５２２．

犗犻狊犺犻，犛犺犻犵犲犺犻狉狅，犛犲犾犻狀犓犲狊犲犫犻狉，犪狀犱犈犱犇犻犲狀犲狉．２０１１．“犐狀犮狅犿犲犐狀犲狇狌犪犾犻狋狔犪狀犱犎犪狆狆犻狀犲狊狊．”

犘狊狔犮犺狅犾狅犵犻犮犪犾犛犮犻犲狀犮犲２２（９）：１０９５－１１００．

犗犾犻狏犲狉犪，犑犪狏犻犲狉．２０１５．“犆犺犪狀犵犲狊犻狀犐狀犲狇狌犪犾犻狋狔犪狀犱犌犲狀犲狉犪犾犻狕犲犱犜狉狌狊狋犻狀犈狌狉狅狆犲．”犛狅犮犻犪犾

犐狀犱犻犮犪狋狅狉狊犚犲狊犲犪狉犮犺１２４（１）：２１－４１．

犗狊犺犻狅，犜犪犽犪狊犺犻犪狀犱犕犻犽犻犓狅犫犪狔犪狊犺犻．２０１０．“犐狀犮狅犿犲犐狀犲狇狌犪犾犻狋狔，犘犲狉犮犲犻狏犲犱犎犪狆狆犻狀犲狊狊，犪狀犱

犛犲犾犳犚犪狋犲犱犎犲犪犾狋犺：犈狏犻犱犲狀犮犲犳狉狅犿犖犪狋犻狅狀狑犻犱犲犛狌狉狏犲狔狊犻狀犑犪狆犪狀．”犛狅犮犻犪犾犛犮犻犲狀犮犲犪狀犱

犕犲犱犻犮犻狀犲７０（９）：１３５８－１３６６．

犗狊狑犪犾犱，犑．犃狀犱狉犲狑 犪狀犱 犖犪狋狋犪狏狌犱犺 犘狅狑犱狋犺犪狏犲犲．２００８．“犇狅犲狊 犎犪狆狆犻狀犲狊狊 犃犱犪狆狋？犃

犔狅狀犵犻狋狌犱犻狀犪犾犛狋狌犱狔狅犳犇犻狊犪犫犻犾犻狋狔 狑犻狋犺犐犿狆犾犻犮犪狋犻狅狀狊犳狅狉犈犮狅狀狅犿犻狊狋狊犪狀犱犑狌犱犵犲狊．”

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犘狌犫犾犻犮犈犮狅狀狅犿犻犮狊９２（５／６）：１０６１－１０７７．

犚狅狊狊，犃．犖犪狀犮狔，犕犻犮犺犪犲犾犆．犠狅犾犳狊狅狀，犑犪犿犲狊犚．犇狌狀狀，犑犲犪狀犕犪狉犻犲犅犲狉狋犺犲犾狅狋，犌犲狅狉犵犲犃．

犓犪狆犾犪狀，犪狀犱犑狅犺狀犔狔狀犮犺．２０００．“犚犲犾犪狋犻狅狀犅犲狋狑犲犲狀犐狀犮狅犿犲犐狀犲狇狌犪犾犻狋狔犪狀犱犕狅狉狋犪犾犻狋狔犻狀

犆犪狀犪犱犪犪狀犱犻狀狋犺犲犝狀犻狋犲犱犛狋犪狋犲狊：犆狉狅狊狊犛犲犮狋犻狅狀犪犾犃狊狊犲狊狊犿犲狀狋犝狊犻狀犵犆犲狀狊狌狊犇犪狋犪犪狀犱

犞犻狋犪犾犜犪狋犻狊狋犻犮狊．”犅狉犻狋犻狊犺犕犲犱犻犮犪犾犑狅狌狉狀犪犾（３２０）：８９８－９０２．

犚狅狋犺狊狋犲犻狀，犅狅犪狀犱犈狉犻犮犕．犝狊犾犪狀犲狉．２００５．“犃犾犾犉狅狉犃犾犾：犈狇狌犪犾犻狋狔，犆狅狉狉狌狆狋犻狅狀，犪狀犱犛狅犮犻犪犾

犜狉狌狊狋．”犠狅狉犾犱犘狅犾犻狋犻犮狊５８（１）：４１－７２．

犚狕犲狉，犑犲狊狆犲狉犪狀犱犌犲狉犫犲狉狋犓狉犪犪狔犽犪犿狆．２０１３．“犐狀犮狅犿犲犐狀犲狇狌犪犾犻狋狔犪狀犱犛狌犫犼犲犮狋犻狏犲 犠犲犾犾

犅犲犻狀犵：犃犆狉狅狊狊犖犪狋犻狅狀犪犾犛狋狌犱狔狅狀狋犺犲犆狅狀犱犻狋犻狅狀犪犾犈犳犳犲犮狋狊狅犳犐狀犱犻狏犻犱狌犪犾犪狀犱犖犪狋犻狅狀犪犾

犆犺犪狉犪犮狋犲狉犻狊狋犻犮狊．”犛狅犮犻犪犾犐狀犱犻犮犪狋狅狉狊犚犲狊犲犪狉犮犺１１３（３）：１００９－１０２３．

犛犮犺狑犪狉狕犲，犑狅犺犪狀狀犲狊犪狀犱犕犪狉犮狅犎狉狆犳犲狉．２００７．“犃狉犲犘犲狅狆犾犲犐狀犲狇狌犪犾犻狋狔犃狏犲狉狊犲，犪狀犱犇狅犜犺犲狔

犘狉犲犳犲狉犚犲犱犻狊狋狉犻犫狌狋犻狅狀犫狔狋犺犲犛狋犪狋犲？犈狏犻犱犲狀犮犲犳狉狅犿犌犲狉犿犪狀犔狅狀犵犻狋狌犱犻狀犪犾犇犪狋犪狅狀犔犻犳犲

犛犪狋犻狊犳犪犮狋犻狅狀．”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犛狅犮犻狅犈犮狅狀狅犿犻犮狊３６（２）：２３３－２４９．

犛犿犻狋犺，犌．犇犪狏犲狔犪狀犱犕．犈犵犵犲狉．１９９６．“犆狅犿犿犲狀狋犪狉狔：犝狀犱犲狉狊狋犪狀犱犻狀犵犐狋犃犾犾犎犲犪犾狋犺，犕犲狋犪

狋犺犲狅狉犻犲狊犪狀犱犕狅狉狋犪犾犻狋狔犜狉犲狀犱狊．”犅狉犻狋犻狊犺犕犲犱犻犮犪犾犑狅狌狉狀犪犾（３１３）：１５８４－１５８５．

犜犪狔犾狅狉，犈．犛犺犲犾犾犲狔犪狀犱犚犲狀犪犔．犚犲狆犲狋狋犻．１９９７．“犎犲犪犾狋犺犘狊狔犮犺狅犾狅犵狔：犠犺犪狋犻狊犪狀犝狀犺犲犪犾狋犺狔

犈狀狏犻狉狅狀犿犲狀狋犪狀犱犎狅狑犇狅犲狊犐狋犌犲狋犝狀犱犲狉狋犺犲犛犽犻狀．”犃狀狀狌犪犾犚犲狏犻犲狑狅犳犘狊狔犮犺狅犾狅犵狔
（４８）：４１１－４４７．

犜狅犽狌犱犪，犢犪狊狌犺犪狉狌犪狀犱犜犪犽犪狊犺犻犐狀狅犵狌犮犺犻．２００８．“犐狀狋犲狉狆犲狉狊狅狀犪犾犕犻狊狋狉狌狊狋犪狀犱犝狀犺犪狆狆犻狀犲狊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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